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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一个近代现象，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过程。在现代化的先
行国家，城市化是作为工业化的结果而出现的。尽管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
来，这些国家普遍进入了一个逆城市化的后现代过程，但是，城市仍然
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当国际市场开始将中国纳入世
界贸易体系的时候，中国就被动地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东部沿海城市既
是现代化的窗口，也是城市化的先行者。不过，由于战争、社会动荡等
持续不断的冲击，不仅城市化的进程受到阻碍，整个现代化的事业也因
此遇到重挫。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中国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改革
开放的政策迅速地提高了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也得到了极大
的提高。在过去三十年里，城市化甚至成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牵引力
量。撇开城市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城
市化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化的水平决定
了城市化的水平，城市化的水平反过来也成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一个
指标。

一、中国的城市革命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城市数量和城

市规模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发展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城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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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显示，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９年，城市规模的变化呈现人口更加集中的
趋势，人口规模在４００万以上的城市数量在增加，而人口规模在５０万～
１００万的城市数量在减少。２０１９年年底，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６０ ６％，
这个比例意味着，截止到２０１９年年底，６０ ６％的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
活，而农村人口只有３９ ４％，城市化率远远地高于１９４９年的１０ ６４％和
１９７８年的１７ ９２％。［１］

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中国不同人口规模城市数量的变化
单位：个

年份 ４００万以上 ２００万～４００万 １００万～２００万 ５０万～１００万
２００１年 ８ １７ １４１ ２７９

２０１９年 ２０ ４４ ９８ ８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２００２年、２０２０年），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ｎｄｓｊ ／ 
城市革命不仅仅表现在空间的变化和规模的扩张，事实上，还表现

在社会结构、观念意识和行动模式更加深刻的变化。结构的、观念的和
行动的深刻变革为城市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在社会结构方面，城市人口的身份从过去单一的结构向多元结构转
变。新旧身份的变化首先是由工业生产和第三产业的复杂分工带来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的传统工人身份经过短暂而剧烈的所有制转型逐
渐地消失了。这些人流入新的职业群体当中，受雇于非公有制企业，或
成为自主创业的雇主。在城市原住民身份裂变的同时，农业人口开始大
量地迁移到城市，就业于城市多类企业，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成为灵活
的城市就业者。虽然这些人口只有较少部分获得城市户籍，但是，他们
在身份上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和城市人口一同构成复杂
而多样化的阶层结构。社会结构的多样化还表现在，由经济转型、职业
分工和社会流动而催生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１９５２年，全国工会基层组
织的数量只有２０ ７万个，工会会员数为１ ００２ ３万人；２０１９年，这两个
数量分别增加到了２６１ １万个和２８ ３１７ ８万人。［２］ １９９０年，全国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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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的社团组织只有１０ ８３６个。［１］ ２０２０年，全国社会组织的数量已经
攀升到了８９ ４万个，由社会团体（３７４ ７７１个）、基金会（８ ４３２个）和
民办非企业单位（５１０ ９５９个）构成。［２］

城市化同时塑造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国家对住房私人产权
的承认与保护，极大地提升了个人的权利意识。围绕着产权问题而上演
的众多维权事件，有力地证明了这种意识的强化。［３］在城市的阶层结
构当中，中产阶级是一个新兴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
他们主要由职业人士构成，他们的收入更多、受教育程度更高，而且在
于他们容易就公共问题形成集体意识。发生在城市里的环境保护运动以
及捍卫弱势群体的集体行动，都离不开这些群体的动员与参与。［４］不
同于农村的环境维权和弱势群体的维权（他们主要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
益而行动），城市人口围绕着环境等公共问题的讨论与行动，是基于世
界观取向的集体意识［５］，涉及权利保护的司法实践，也帮助城市人口
确立更强的权利意识。进城务工人员受雇于非国有企业，规范雇佣关系
的合同成为他们向司法机关申诉、保护劳动权利的凭证。在自身权利受
到侵犯时，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不仅知晓相关的法律知识，而且清楚维权
的司法路径。［６］

城市化在改变人们的关系结构与观点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行动
模式。在乡村社会，人们的集体行动常常是基于血缘关系，家庭和家族
成为极具互助性的可靠组织。然而，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集体行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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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的、利己的、不可复制的。［１］只有超越了集体行动的狭隘基础，
人们才能从事更大范围的集体行动。城市无疑为这种行动提供了重要的
条件。由“陌生人”组成的城市社会结构，使得人们凭借着非血缘和非
地缘的关系，在更大的空间中产生关联性和彼此互动。建立在陌生的关
系网络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集体性人际关系，为利他的社会信任
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一旦形成了社会信任，“陌生人”之间为了共同
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才具备了行动的基础条件，即共同意识、互相承
诺和彼此保护。［２］城市诞生了中产阶级，在权利问题和公共问题上，
中产阶级成为先锋者，他们凭借着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社会信任，为具
有风险的集体行动提供了保障。利他的集体行动，只有在城市中才可能
发生。

马克思、韦伯、杜尔凯姆等现代社会科学大师都把城市以及由城市
引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作为中心议题来研究，他们大量的经典作
品都是回应当时城市革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既然以城市为焦点的
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一个传统，发生在中国的城市革命当然有理由获
得更多的学术关注。基于中国城市和城市化的独特性，以城市为焦点的
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精英与大众的互
动关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３］在众多的研究议题中，城市
韧性是一个例外主义的、具有重要政治价值的问题。

二、政治不稳定：城市化的代价
比较政治学在现代化问题上有一个经典共识，那就是，现代化过程

一定伴随着政治不稳定；由大规模抗议、族群冲突、内战等构成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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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也伴随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１］在发展中国家，尽管农村社
会也常常是政治不稳定的温床，但是，城市的不稳定和城市化的关系更
为直接。对于城市化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因果联系，社会学科主要有三
种解释。

!"# $%&'()*

罗伯特·贝兹对中部非洲的长期研究，为理解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
政治不稳定的因果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在非洲，贝兹发现了政府普
遍采取“以牺牲农民利益来确保城市利益”的政策，强制干预农业市
场。在农村，政府强制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低价出售给城市人口；在城
市，政府向农业加工企业提供补贴，维持城市人口相对优越的生活条
件。［２］这就是著名的“城市偏向”（ｕｒｂａｎ ｂｉａｓ）政策。“城市偏向”具
有两个明显的目的：一是通过操纵市场、控制农业，将农民维持在一种
贫穷的状态，从而降低他们挑战政权的能力；二是采取收编的办法，实
行低物价、高补贴，在城市人口特别是特权阶层中建立政治支持。由于
这种政策带有明显的掠夺性，长此以往，农民遭受的经济剥削促使他们
联合起来造反。

城市偏向的政策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制造了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
等成为诱发城市骚乱的根源：不平等导致了农村人口的经济机会急剧减
少，为了生存，农民们大量涌入城市；农村人口的涌入增加了城市人口
的密度；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又反过来增加了城市不稳定的风险。相对
于农村，人口高密度的城市通常通过四个机制带来政治危险：①城市人
口更容易接近权力中心；②人口聚集、信息流动更容易制造集体抗议；
③大城市大多存在着居无定所的穷人聚集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相对于
其他社区犯罪率更高，是制造骚乱的重要土壤；④城市容易形成诸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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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Ｐ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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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人权等焦点议题。［１］
!+# $%,-

城市主义是城市社会学定义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指的是城市人
口之间建立起特定的关系或者特定的生活方式。［２］城市主义对于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秩序发挥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学者们和政府提倡城市主义的生活方式。城市主义意
味着人际交往（和互动机制）的密度和多样化，能够形成强社会关系网
络；人们的独立性增强，从而有利于创造力的发展。［３］中心城区的衰
落、贫富差距的加剧，以及由居住空间固化而带来的阶级再生产等问
题，在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中引发了底层边缘化、阶级隔阂、种族冲突
以及犯罪率居高不下等问题。不过，由城市带来的社会资本可以成为城
市治理的积极资源。

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往往从统治的角度考虑，希望控制与
遏制城市主义的发展。尽管城市主义能够培育出有利于城市问题治理的
社会资本，但是，在国家精英看来，不论是观念形态、关系形态还是组
织形态的城市主义，在一定条件下都会被集体抗议所利用，制造政治不
稳定。一旦社会资本演变为一种组织网络，集体行动的能力也会随之提
高。正是这些网络关系成为发展中国家抗议动员的重要资源。［４］社会
运动的学者强调资源动员的重要性，反映了城市主义在社会秩序维持方
面的另一副面孔。社会运动的周期性爆发离不开人际关系的频繁互动，
离不开城市人口拥有的闲暇时间，离不开公共价值观的发酵。［５］正式
或非正式关系网络的发展会降低城市人口从事集体抗议的风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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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使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
!.# )/01

城市冲突的核心动力来自经济与社会的分化，其中，阶级分化对社
会秩序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尤其突出。［１］由于国家能够决定社会分化的
程度与结果，政治对城市冲突的影响更加深远。政治排斥的解释具有悠
久的历史。宽泛地讲，马克思对１８４８年欧洲城市革命的研究就已经开
创了这个传统，因为工人革命和暴动正是起因于剥削他们的制度。政治
排斥表明，国家运用政治力量，以制度的形式整体或部分剥夺某个群体
的权利，同时保护其他群体的特权。政治排斥在不同人群之间划定了某
些不平等的边界，定义各自的身份以及彼此之间的社会联系。［２］美国
早期的种族隔离制度就是一个政治排斥的经典案例。这种排斥不仅仅体
现在政治权利的剥夺上，还体现在城市空间中某些清晰的界线上，例
如，公共汽车上白人与黑人座位的隔离。南非在１９９６年之前的种族隔
离制度也是政治排斥的极端案例。

政治排斥不仅影响到政治权利的行使，更有甚者，某些群体的社会
权利被政治权力强制地剥夺了。在非洲的许多国家，政府削减教育经
费，减少城市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对有色人种实施歧视性的就业政策，
等等；［３］在拉丁美洲，对于聚集在贫民窟的来自农村的穷人，政府不
仅不愿意提供基本的公共设施，还采取粗暴的办法驱赶他们。［４］政治
排斥是一种制度性的身份定义，一旦某种身份得以确认，不平等的关系
也就随之固定下来。但是，由于政治排斥的目的是制造不平等，反抗总
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具备一定的条件，那些遭遇不平等的人就有可能团
结起来，改造或推翻不平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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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治排斥导致的政治不稳定，一般会涉及范围广泛的政治变革，
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可能发生政治转型。政治排斥诱发政治不稳定没有
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这类过程大致都具备以下三个要素：第一，人
们对政府的不满首先来自经济方面，然后上升到政治诉求，要求政府进
行改革；第二，政治排斥同时伤害到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从过去政
府的支持者转而成为底层民众政治抗议的支持者［１］；第三，政治排斥
更容易吸引反对党的兴趣，他们会利用政府在政治上的不正义，在特定
人群中间制造道德优势，然后再把这种优势转变为吸引民众、反对现政
权的力量［２］。

三、中国的城市韧性
比较政治学狭隘地定义“政治不稳定”，认为只有涉及人口多、范

围广、暴力程度强的集体暴力事件，才意味着政治上的不稳定。为了便
于将中国的城市政治纳入可比较的范围，我们用“城市韧性”代替“政
治不稳定”，取其更加宽泛的含义。“城市韧性”在这里的含义不仅仅包
含了“政治不稳定”的狭义内涵，而且包含着城市的犯罪率、城市人口
对公共安全的满意度以及城市的经济繁荣程度。对城市韧性的评价，我
们不仅仅采取横向的、静态的方法，而且采取纵向的、动态的方法。总
体而言，中国城市的韧性水平经历了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

在过去４０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城市的集体暴力事件偶有发生，但
是，这些事件波及的范围小，参与的人数少，暴力程度很低，参与者的
诉求主要包括下岗再就业、养老金发放、环境保护、拆迁征地补偿等民
事诉求。这些民事诉求和行动发生在中国城市经济社会转型过程当中，
并且在政府积极回应下得到积极解决。政府以制度化的形式回应这些民
事诉求和行动，恰好构成了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改革的基本内容，解
决了城市人口在经济社会改革中面临的种种困难，消除了更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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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潜在威胁。因此，这种集体行动从纵向来看在逐
渐减少，相应地，城市韧性在逐渐增强。

城市人口的犯罪特别是刑事犯罪是衡量城市韧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人口越密集，犯罪的可能性越高。国家
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９７年，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共１ ６１３ ６２９
件，２０１９年，立案案件的数量上升到４ ８６２ ４４３件。［１］刑事犯罪事件的
总体增长离不开城市人口数量的迅速扩张，离不开城市人口规模的绝对
增大。不过，从刑事犯罪的类型去分析，我们发现，对公共安全冲击更
大的恶性刑事犯罪行为，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年度占比在下降。表２显
示的是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公安机关立案的恶性刑事犯罪立案数在当年刑
事犯罪立案数中的占比每隔５年的变化情况。除了“伤害”行为在２００７
年的占比高于２００２年，其他数据都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表２　 公安机关立案的恶性刑事犯罪立案数在当年刑事犯罪立案数中的占比（％）
犯罪类别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７年
杀人 １ ６２ ０ ６１ ０ ３４ ０ １７ ０ １５

伤害 ４ ２８ ３ ２７ ３ ４８ ２ ５０ ２ ０３

抢劫 ８ ７７ ８ １８ ６ ０９ ２ ７５ ０ ７２

强奸 ２ ５２ ０ ８８ ０ ６６ ０ ５２ ０ ５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８年），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ｎｄｓｊ ／ 

测量城市韧性的第二大指标是城市人口对城市社会治安的满意度。
在其他国家，城市化通常伴随着高犯罪率，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
高，社会治安的状况越差，公众的满意度越低。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
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根据公众满意度对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６年全国大中城市社会治安状况进行了排名。调查者发现，３５个被
调查的城市均获得５０％以上的满意度，杭州获得最高评价（８１ ６％），
获得８０％以上满意度的城市共有２个；而且，城市越大、经济越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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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年鉴》（１９９９年、２０２０年），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ｎｄｓ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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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越高。［１］对比２０１３年的调查，我们发
现，城市社会治安公众满意度在逐年提高：２０１３年，只有排名第一的厦
门满意度为７８ ６％，而在２０１５年的调查中，４个城市的满意度在７８ ６％
以上。［２］

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测量城市韧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政府的财政收入
水平是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性指标。本书的最后一章“城市
化、基础权力与政治稳定”展示了部分城市的土地财政收入情况。城市
化给城市政府带来的财政收入是直接的、巨大的。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的另一个指标则是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在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１９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逐年增长（图１）。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能力不仅逐年增长，并且增长的幅度较大。２０００年，人均消
费金额仅为６ ８０８元；２０１９年，这个数字攀升到３５ ６２５元，增长至５倍
以上。图１还显示，在居民年度平均收入方面，整体趋势也是逐年增长
的：非民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从２０００年的９ ３３３元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消费水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２０２０年），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ｎｄｓ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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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杨：《中国城市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调查蓝皮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胡伟、吴伟：《中国城市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调查蓝皮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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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５０１元，民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从２００９年的１８ １９９元增加到２０１９
年的５３ ６０４元。

四、复合化治理
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城市治理模式的探讨主要借用西方公共行政

的理论，诸如“多元治理”“整体性治理”“网格化治理”等。国内学
者在借用这些概念和模式的时候，没有区分我国国情与西方国情的差
异。西方学者在提倡这些概念和模式的时候，其出发点是对科层制进行
去行政化改革，或者提倡以社会治理去克服行政治理的局限性。虽然这
些改革倡议针对的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但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它
们就受到了本土学者的批评。多元主义理论发现了社会组织和民间精英
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 “国家回归学派”
则认为，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不仅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参差不齐，而且它
们难以与国家之间形成力量均衡的格局。［１］作为一种传统的组织，相
对于社会组织，国家在治理方面无疑具有主导性力量。正是基于国家或
政府在治理方面的主导地位，同时它们在治理方面又常常面临治理低效
的情境，公共行政学者才提出了诸多公共管理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方案
对我国的社会治理具有启发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

当试图解释中国城市化的例外现象，也就是“城市韧性”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治理理论。我们提出“复合化治理”（ｓｙｎ
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模式，以示区别于将各种治理主体视为力量均等化
的“多元治理”模式。“复合化治理”模式类似于“多元治理”模式，
存在着多个治理主体：国家、政党、社会组织和个体。但是，不同于
“多元治理”模式，在这些主体治理城市的过程中，主导城市治理的力
量表现为自上而下、非均衡的关系。国家和政党的力量是绝对的；社会
组织的作用是一种补充性的，在政府邀请之下，可以进行某些方面的合
作；个体的参与则是依赖于组织的，有的是直接参与政府组建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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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方力维、莫宜
端、黄琪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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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参与社会的组织。既然治理的主导性是自上而下的，那么治理主
体之间的依赖性则是自下而上的（图２）。

图２　 城市治理主体的关系结构与力量对比

本书集中探讨若干治理主体如何促进了城市韧性的加强，讨论的主
体活动依次从个体到社会组织到政府再到国家。

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以技术治理为主题的研究，目的是求证新技术
（新媒体和大数据）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了城市韧性的加强。但是，从治
理主体来看，城市韧性的产生与维持还是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在对“智
慧城市”进行定义之后，研究者指出，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
韧性水平，因为创新驱动产生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都会对城市韧性发
挥作用。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韧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反映了一个基本事
实，即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典型的以行政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社区治
理中的新媒体”一章讨论的是由居民区居民自主建设的新媒体。研究发
现，居民日常的新媒体资源网络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相反，由政府建
设与维护的正式平台却收效不佳。正式平台之所以会导致技术功能的
“收缩”，是因为层级化的社区治理结构使官方平台的内容生产与居民社
区性信息和互动需求分离。对比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发现，两种技术
治理的实践都试图以技术赋能的方式产生积极的治理效果，但研究发
现，由政府发起的大数据治理，效果是积极的，而由政府发起的媒体带
来的治理效果却不及社区自发运作的新媒体带来的治理效果。两个案例
表明，尽管都是技术赋能的试验，但是，同一个治理主体未必能够带来
相似的结果。

黄晓春和周黎安的研究着重探讨作为治理主体的城市基层政府的治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